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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胡克的基督教国家 
——都铎君主制背后的神学诠释 

李韦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理查德∙胡克作为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思想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所构建的“基督教国家”不仅为迈向现代 

民族国家的都铎王朝的教会和国家的合理关系做了论证，还为都铎王朝的混合性政体做了辩护，而其为伊丽莎白 

统治时期的都铎王朝所做的充满矛盾的合理性论证源于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对胡克的“基督教国家”的意义和局限 

所作的反思，有利于深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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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胡克(1554~1600)被认为是英国安立甘宗 

的创始人。在与当时天主教和清教的激进派进行辩论 

过程中，他全面、 深入地阐述了安立甘宗的神学思想； 

在为处于转型中的都铎政府统治寻求合法性的过程 

中，他成为“最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连接中世纪 

与近代英国政治哲学的桥梁”。 [1](116) 

胡克主要生活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而伊丽莎白 

时期是英格兰自宗教改革以来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 

英格兰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极大的增 

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胡克基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社 

会身份积极维护都铎君主制，他用他所继承的中世纪 

和古代政治传统试图解决孕育着现代世界的国家中的 

实际问题。因此，正如胡克所维护的都铎君主制具有 

较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一般，他为当时的英格兰社会 

开具的“良方”也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结点”，我 

们不仅能在其中找到过去，也能发现未来。 

本文试图以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为背景， 

剖析胡克所构建的“基督教国家”与都铎君主制国家和 

后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胡克 

构建的基督教国家意义和局限。 

一、为政教合一的英格兰辩护 

英格兰实施宗教改革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国王 

成为教会的首脑，由此切断了英格兰与罗马天主教廷 

以及整个中世纪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英格兰民众虽然 

反对教权主义，但他们一时间也无法接受如此急剧的 

转 变。1536年 10月的“求恩巡礼”运动即表明当时的 

主教们和很多普通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改革带来 

的混乱表示了高度的谴责，而这种混乱事实上一直持 

续到 18世纪上半叶。 
①[2](105−106) 这种混乱一开始主要表 

现为国内和国际天主教阵营对改革的反对，持极端新 

教观点的清教阵营后来则成为混乱的主要来源。如何 

论证君主作为精神世界最高首领的合理性，或者说如 

何在抛弃了中世纪普遍式的、超感性的理念空间之后 

确立英格兰自足的理性化的实在领域， [3](90) 在当时不 

仅是一个神学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关切到 

英格兰稳定的政治议题。 

胡克出于国教徒的立场积极为宗教改革之后都铎 

君主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以至于他被称为“伊丽莎 

白背后最佳的神学诠释者”。 [4](94) 胡克精心设计了一个 

基督教国家以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遥相呼 

应”。 

胡克首先论证了教会和国家的一体性。胡克是通 

过以“政治义务”为中心的探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政 

治义务的观念是指国民对主权者及法律有必须服从的 

道德义务，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清教徒否认世俗 

国家对教会的立法权而提出的。 

托马斯的“理性”、“自然法”和“政治秩序”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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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胡克提供了解决政治义务问题所需的灵感。 [5](11) 

托马斯将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和理性法，他认为 

理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按照这个逻辑，基督教国 

家的法律就必然是理性和信仰的融会，那么人服从国 

家的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理性和上帝的意旨。 [5](14) 

胡克以托马斯的上述观点为依据，进一步推出， 

英格兰的教会法和理性或基督教信仰并不相悖，所以 

它应该和其他法律一样对所有民众具有约束力。教会 

是实现国家的超自然目的的必要手段，而国家则因要 

管理其内部的民众而必须关心教会和真正的宗教。从 

而，胡克就使以国家法律形式出现的教会法为核心的 
“伊丽莎白协定” ② 

具有了合理性。 

胡克赞同教会和国家的一体性还源于他的教会 

观。胡克的教会观深受中世纪基督教传统——尤其是 

奥古斯丁的“双城说”的影响。奥古斯丁认为，教会和 

国家都是圣人和恶人的混合，二者的区别只在末世时 

才会呈现，而二者在尘世时必须共处一地。奥古斯丁 

还很有预见性地提到了基督教国家，认为基督教国家 

不同于异教国家，能够在尘世实现正义。 [6](273−283) 胡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教会分为三种类型：古代异教徒 

中的教会、普世的基督教和教会和国家不分的英国国 

教。 [7](4) 胡克认为只有基督教国家才能确保教会和国家 

处于同一个社会之中，这一点在胡克看来几乎不需要 

证明。胡克对改革后的英格兰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我们认为英格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又是英 

国这个国家中的一员，英国国家中的每一员，又无人 

不是英格兰教会中的一员。……因此，尽管一群人的 

一种性质与行为使之有了国家之名，另一种性质与功 

能被呼之以教会之名，而同样是这群人可以既是教会 

又是国家，在我们看来，属于其中之一的一个人绝不 

会不属于另一类社会。” [7](130) 胡克将奥古斯丁区分教 

会的视角从末世转为现世，由此，奥古斯丁尤其是晚 

期的奥古斯丁几近绝望的“基督教国家”在胡克看来就 

在当时都铎君主制的统治下实现了。③ [6, 8] 

教会和国家同体的观念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 

国教之后就出现了，只不过它在不同历史时期被演绎 

出以世俗国王为首和以精神教皇为首的两种版本。中 

世纪时期，教会虽在不同地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尽 

相同，但总体上罗马教廷享有对各地教会的管理权， 

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了证明英格兰脱离统一的基督教 

帝国的合理性，胡克不仅要论证体现精神的普遍性的 

教会可以是地方性教会，还要论证有确定地点和界限 

的教会必须服从世俗政府。 

胡克的论证仍然从法律和教会两个方面进行。胡 

克颇能领悟托马斯思想的调和而非折中的本质，承认 

实存的秩序是受具有创造力的上帝之永恒法的影响， 

这就使各法则在终极意义上的统一具有了基础。然而 

胡克并未完全遵循托马斯主义传统，而是进一步区分 

了存在的不同领域应对应不同的法律体系。这样一 

来，构建人性秩序的理性法和政治法就脱离神法或教 

会法而具有独立的地位。 [2](118) 表面上，胡克是在阐述 

法律问题，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在于论证现实社会中的 

政治秩序。对于上帝的永恒法的确认表明了胡克认为 

英格兰仍然是处于天主教会之中，但是这个天主教会 

却不再是具体可见的罗马教廷；教会法被置于国内法 

的法律体系之下实际上是为了论证教会隶属于世俗国 

家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胡克虽然认为英格兰是一个“政教合 

一”的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个最高权威 

来确保教会和世俗国家的真正整合。如上文所述，胡 

克深受奥古斯丁的教会观的影响。他也认为世俗国家 

为了确保社会秩序能够通过人定法规定人们的外部行 

为，而“无形的教会”只是信徒的团体，并不享有独立 

的管辖权。 
④[6](274−275) 胡克的教会观与早期宗教改革家 

路德也颇为一致。路德为了反对教会滥用权力而将教 

会看作是纯粹精神性的团体，所以他认为教会不应享 

有属于世俗权力的强制权力。 [9](18−20) 英格兰为了实施 

宗教改革所进行的对外宣传中也将教会看作是“一群 

人的团体”，这样的论点是胡克在《教会体制的法则》 

中对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所作分析的出发点。 [9](154)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胡克先在形而上学层面论 

证了理性法和教会法是相互补益而非相互对立的，这 

一点使得人为制定的各种法律，尤其是教会法，具有 

了终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传统增 

加了胡克认为教会和国家在特定实体内具有一体性这 

种观点的说服力。在此基础上，胡克运用中世纪支持 

王权至上的思想和新教将教会精神化的思想证明了教 

权当服从王权。至此，地方化的普世教会和以国王为 

首脑的教会就可以合理地存在了，沃格林将胡克对教 

会所做的这两种改变概括为“自治教会”和“精神政 

府”， 沃格林认为胡克正是通过这两个步骤确立了封闭 

性的自治的政体。 [2](101) 这个封闭性的自治的政体在胡 

克那里只能是改革后的英格兰都铎君主政体。 

二、都铎君主制度的合理性论证 

胡克谨慎而务实地论证了伊丽莎白时期都铎君主 

制度的合理性。如果说胡克通过基督教国家的确立论 

证了世俗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那么这个教会和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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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社会该如何组织才能运转，即政府依何而存在以 

及如何存在就是胡克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都铎政体的性质，国内外很多学者莫衷一 

是。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将都铎王朝归为不同的 

政体，如君主专制、新君主制、混合君主制等等，所 

以要确定都铎政体的性质的前提是要确定决定政体本 

质特征的要素。有学者认为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体现了 

政权的组织形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统治者的治 

理方式。以此标准来衡量改革后的都铎君主政体，虽 

然就君权不受自然法束缚而拥有绝对的权威而言，改 

革后的英格兰确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然而就王权凌 

驾于人为的实体法之上而言，都铎英格兰并不是一个 

君主专制国家，而是埃尔顿所说的、介于专制君主制 

和立宪君主制之间的“混合君主制”。 [10](301−316) 佩里⋅ 

安德森认为英国的绝对主义是在  17  世纪才被铲除 

的， [11](4) 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王朝的政治威望和行政 

权力仍然超过了集权化的国家官僚机器。 [11](128) 所以，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伊丽莎白时期的君主政体都是一 

种过渡性英国政体。胡克则为这种包含着诸多矛盾的 

政体做了不遗余力的辩护。 

首先，胡克通过对国家起源的追溯确定了当时代 

表国家主权的王权的至高地位。胡克基于英格兰的历 

史传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将国家的正当性置于同意 

之上，为“国家”的世俗化转向提供了依据。当中世纪 

的神权政治论难以继续成为都铎时期国家正当性的根 

据时，政治思想家们就要重新为国家寻找合法性的依 

据，而民主理论则成为现代结构中的这种依据。 [3](91) 

胡克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是建立在其自然法观念 

基础上的。胡克虽然也和托马斯⋅阿奎那一样承认上帝 

的法则是永恒的，永恒法是其他法则的指南，但是他 

对于法律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的。胡克在后期虽然仍 

然坚持上帝的神法不能变更，但是他逐渐更重视法律 

的社会和政治功用，尤为重要的是，他还将理性引入 

法律之中，而认为理性可以变更法律甚至变更上帝 

法。 [12](96−98) 如果说“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说不是从自然 

本身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找自然法的来源，把自然法看 

作是上帝的理性(永恒法)中支配人类社会的那一部分 

理性(法则)”, [13](31−33) 那么胡克的自然法的确在根本上 

属于中世纪的；然而他又将人的理性引进自然法，从 

而使得自然法中有了人性的成分，成为后来资产阶级 

自然法学说的先声。可以说，胡克在政治社会起源说 

上综合了两种可能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将政治社会的 

起源归于自然，上帝是其最后的根据，第二种就是将 

政治社会的起源归为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人 

们的同意就是其产生和存在的依据。 [14](145) 

既然连法律都可以依人的理性而变更，那么人们 

服从的法律一定是经过他们同意之后才能生效，换言 

之，个人所在的社会也就是人们依据自己的“理性”而 

做出的选择。人的社会性使政府的存在具有必要性， 

而政府要存在就必须按照理性制定法律，依此才能构 

建社会秩序。萨拜因认为胡克虽然并未对契约这一概 

念详加解释，但是契约的理念已隐含在他的论述 

中。 [15](118) 

胡克关于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的阐释虽然是洛克 

《政府论下篇》的重要思想来源， [2](119) 但是胡克受其 

所生活的时代限制并未能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民主思 

想。为了证明改革后的都铎政府的合法性和反对清教 

徒用超越秩序来衡量世俗国家，胡克只能寻找国家的 

自然基础。时代的混乱使他在他的政治目的前止步。 
“同意”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在胡克看来既确保了国家 

起源的世俗性，又为人们的绝对服从提供了依据。胡 

克认为，人们通过公共理性表达的同意只能说明人们 

对国家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因为胡克坚持，同意可 

以通过代表表达，同意具有“原初性”，一旦共和国成 

立，其所制定的法律就将对其成员具有永远的约束 

力。 [15](119) 萨拜因据此指出，胡克的同意理论根本不是 

为反抗权利做辩护。 [15](120) 经过这样一番论证之后， 国 

王就理所应当地作为法律代表而对国内所有民众实施 

绝对统治了。 

虽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16 世纪的英国政治总体 

上还在延续中世纪的基本因素，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 

都铎时代的英国政治已经开始迈向现代化。 [16](80) 亨廷 

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所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权威的 

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取代 

传统的、宗教的等多元政治权威。由于当时公众参与 

政治还十分有限，所以权威的合理化意味着权力集中 

于绝对君主。 [16](84−85) 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实施宗教改革 

以后就开始走向了世俗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胡克看 

到了君主在英格兰现代化过程中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强 

大力量，所有其他的权威或消失或服从之。因此，沃 

格林认为胡克的优点并不在于清晰地阐述了一种政治 

理论，而是体现为他对时代危机感的敏感以及他顽强 

地捍卫文明的秩序、抵抗反文明的暴民。 [2](125) 

其次，胡克通过法律体制的确立肯定了议会对王 

权的限制。 胡克不仅接受了托马斯将法律分为永恒 

法、自然法、神法和人造法的区分，还进一步提出不 

同领域应对应不同的法律体系。胡克不仅从宏观上将 

理性法唯一对应于人性秩序，而且对理性法做出了层 

级的划分， 如国际法和国内法、 政治法和教会法等等， 

从而构建了一个世俗法的体系。这个法律体制被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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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 

治也必须按照法律而不是主观意志对国家实施管理， 

君主的权威就来源于职位而非个人。另一方面，胡克 

认为国家是基于人们的理性同意而建立的，虽然君主 

作为公共理性的代表而具有最高权威，但是君主在根 

本上是“最大的个人，但次于人类全体”。 [7](6−7) 

胡克继承了英格兰历史上“王在法下”的思想传 

统，从而为议会的存在和权威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胡 

克明确提出，“虽然一切人和事都必须服从王权，但国 

王对一切人和事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因为法律本身构 

成了一切行为的规范。我们对君主政府的原则是，王 

命不得违法，违反即属无效”。 [17](17) 胡克实际上认为 

国王只有在依照法律对人们进行统治时才真正代表了 

国家的主权，因此，法律实际上是高于王权的，这样 

的思想蕴含了将作为个人的国王和代表国家主权的国 

王剥离的倾向，法律作为代表公共意志的产物才真正 

体现了国家主权。都铎时期法律的制定者是议会，宗 

教改革时期宗教的立法事实上也是国王通过议会颁布 

的，胡克也强调了议会是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英国 

议会……是本国一切政治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 [18](309) 

都铎专制王权区别于欧洲大陆和东方的绝对主义王权 

之处就在于议会通过法律限制了王权。 

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出现了一种被英国学者邓纳姆 

称之为“都铎悖论”的现象，即王权和法律的权威在都 

铎时期的英国同步提高，专制和法制倾向并行不悖， 

形成了一种介于专制和法治之间的特殊政治体制。但 

是这种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并非不可理解，它是特定 

时代的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的法治传统共同作用的结 

果。 [19](100) 由于胡克倾向于将伊丽莎白时期的政体看作 

是理想政体的模型，所以他竭力为这样一种隐含了巨 

大张力的矛盾体进行辩护。胡克抱着这样的信念认为 

以国王为主导的“王在议会”的政体形式能够适应当时 

英格兰的需要，主权国家可以在王权至上的旗帜下得 

以建立，议会则使社会和政府、宪法各部分之间保持 

平衡。 胡克之所以仍认为有限的君主专制具有合理性， 

根本在于旧的宪法传统尚未达到崩溃的地步。 [15](113) 

三、基督教国家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结 

一些学者认为西欧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中，首先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随后又推动了 

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20](10) 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 

认为“民族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独特形式。 它起源于 
16世纪的早期的英国，后逐渐扩散，先传至英国在美 

洲的殖民地， 后又在 18世纪进入法国和俄罗斯。 ” [21](2) 

由此可推知，英国是近代西欧历史上第一个典型意义 

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王朝 

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整合塑造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 

过程。 [22](92) 

胡克的基督教国家是他基于精神上的民族主义对 

民族国家的初步描述。如前文所述，胡克的基督教国 

家努力构建一种以民族为边界的教会和国家合一的政 

治体，他既反对超越民族的、普遍主义的基督教帝国， 

又反对极端的教派对这个以民族为单位的教会或政治 

体实施进一步分化。这是胡克沿用中世纪教会国家的 

模式构建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的一 

种努力。在当时宗教氛围还十分浓厚的状况下，胡克 

是通过对民族教会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的。 

首先，胡克论证了民族教会实体本身存在的合理 

性。英国宗教改革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都铎王朝在改革 

前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政治体，这使得这个政治体足 

以在宗教改革开始后将教会改造为其附属物。 [2](80) 正 

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使胡克认为普世真理不需要有 

它自己的普世制度，而可以交由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和 

一个全国性的教会来处理。 [15](120) 胡克在使国家世俗化 

的过程中也实现了教会的世俗化。他接受了奥古斯丁 

对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分，并将原来据称具有超 

越性和普世性的天主教会称为有形教会，将其等同为 

罗马教会。如此，英国的国教也不过是天主教会的一 

个组成部分，英国的全体民众是教会成员。 

胡克是本着极为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坚持一个 

社会只有一个教会的观点的，他认同亨利的宣传，即 

将英国边界之外的教会精神领袖看作是一个“外国当 

权者”。 [2](100) 这种将最高权威授予国王的做法实际上 

否定了任何与国家平行或者对抗的权力，因此，这种 

看似是建立独立教会的呼吁实际上是国家主权的宣 

称。“民族”在胡克这里已经开始脱离其自然状态而转 

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就脱离了 

中世纪的“西方帝国”而成为一个有着明晰界限的国 

家，“民族国家”在胡克这里正是通过基督教的“民族 

化”表达的。 [23](110) 

其次，为了与这个民族教会实体相适应，胡克还 

设计了一套民族宗教的神学体系——安立甘主义神 

学。传统权威的崩溃使得西方文明的整个结构处于危 

急状态，胡克为了塑造一个有机统一的民族教会做出 

了精湛的努力，因为他看到宗教在当时还是影响社会 

安定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种考虑，胡克阐发的安立甘 

主义只能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神学体系，或者说是经过 

调和的各派神学思想的综合体。有学者在总结安立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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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包容性特点时说， “安立甘宗不只是保留有天主教 

传统成分， 并且容纳了 16世纪新教中所有重要宗派的 

代表思想，尤其是它的教义，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各 

宗派观点的杂烩。” [24](76) 任何一个教派的信徒都能从 

中找到自己所信奉的教义，从而使得各教派信众逐渐 

发现，奉行不同宗教的人有可能具有共同的政治忠 

诚。正是具有传统性、包容性和折中性的安立甘宗新 

教神学在都铎王朝这段过渡时期事实上为后来不列颠 

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都铎王朝在混乱中赢 

得了安定发展的机会， 
⑤[16](99−100)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当 

时英格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胡克设计的新教分支安立甘宗带有强 

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相对其它新教派别而言，安 

立甘宗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从而使之具有极强的政 

治指向。胡克基于建立民族教会的想法而构建的基督 

教国家在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英格兰民族 

精神独立的要求，伊丽莎白则在建设基督教国家的实 

践过程中完成了构建民族国家的第一阶段任务。萨拜 

因认为胡克的巨著《教会体制的法律》令人惊讶地协 

调了各种问题， [15](117)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审视 

胡克的基督教国家，我们就不再会发出萨拜因式的惊 

讶。

四、胡克基督教国家的意义与局限 

胡克构建的“基督教国家”的字面含义就已经显明 

了其思想的意义和局限。胡克开启了近代政治哲学的 

先河，他的著作和思想对洛克、格劳秀斯等政治思想 

家有着很深的影响。另一方面，胡克的思想还留有很 

深的中世纪烙印。 

胡克的“基督教国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为近 

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基督教 

国家”初步具备了昆廷⋅斯金纳所说的形成近代国家概 

念的三个条件。 
⑥[9](497−499) 如果说斯金纳所说的前两个 

条件实际上促进了主权国家的形成，那么胡克提出的 

国王作为最高权威的基督教国家确已确立了国家的主 

权。唯一使胡克的基督教国家看上去不太契合于近代 

国家概念的是第三个条件，即政治社会是为政治目的 

而存在。我们在全面探究胡克的“基督教国家”之后会 

发现，虽然胡克认为与教会一体的世俗国家应该关心 

真正的宗教，但是他认为国家并没有权力决定何种宗 

教是纯正的，所以他认为法律只能对宗教进行外在 

的约束，国家应该对各种宗教实施有限的宽容政 

策。 [25](410−411) 只有当宗教纷争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国家才对宗教实施干预。我们可以看出，胡克虽然将 

教会看作国家的组成部分，但是国家却应该仅仅满足 

充当名义上的精神权威，世俗政治才是国家关注的焦 

点。从这一意义上说，胡克的“基督教国家”已经十分 

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胡克在对“基督教国家”进行阐述的过程保留了很 

多中世纪的传统。首先，胡克的“基督教国家”概念本 

身就体现了中世纪的思维模式，即任何整全的社会必 

定既是国家又是教会。虽然胡克认为国家只是对个人 

的宗教信仰按照法律从外部进行规范，但是他的前提 

是国家应该对宗教负有管理的责任，这有悖于现代民 

族国家的政教分离政治原则。其次，胡克虽然提出了 

同意是国家合法化来源，建立了宪政思想的基础，但 

是他却用公共理性否定了个人权利，从而使得政治参 

与仍然只是局限于代表王国整个领土的国王和代表地 

方社区和特殊利益的议员之间。 

胡克仅着眼于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英格兰寻求秩 

序，这种迫切的政治诉求使他无法看到伊丽莎白统治 

营造的社会和谐所形成的王室和议会的均势只是一种 

暂时现象。胡克所有的调和和妥协只能缓和专制和法 

治之间的矛盾，而一当宗教的纷争打破了原有的社会 

和谐，民族主权国家就必然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迈进。 

注释： 

① 沃格林认为不能只看到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积极意义，也应关 

注当时受到改革带来的社会混乱影响的民众对宗教改革的反 

对。详情见参考文献[2]。 

②  “伊丽莎白协定”是对伊丽莎白即位之初颁布的重要法令的总 

称，其中包括两个国家法令——《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 

和两个宗教文件——《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 

③ 早年的奥古斯丁预见了“基督教国家”，认为基督教国家区别 

于异教国家而能够为教会提供一个有益的发展环境，基督教 

统治者可以用世俗国家的权威传扬上帝的名，但是晚期的奥 

古斯丁则对“基督教国家”不抱希望，因为强行之下加入教会 

的信徒能得救赎的极少，而“基督教国家”作为一个更为宏大 

的景观从未有过。 

④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提出了“世俗之城”和“上帝之 

城”“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说法，对教会和国家关系进行 

了权威论述，但是对这些论述的解释又因不同的社会背景、 

不同的神学思想家而各不相同。详情见参考文献[6]。路德而 

认为教会是由传讲上帝的话组成的，因此任何人为的组织， 

如果不是建基于福音，都不能称为“上帝的教会”。详情见参 

考文献[8]。 

⑤ 塞缪尔⋅亨廷顿曾对比了  16 世纪末之前英国和其他欧洲各国 

发生战事的情况， 他认为 16世纪末各国内部争斗达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法国和西班牙在此期间都是内战不断，而同时期 

在雅丽莎白统治下则安然无事，宗教争论则是引发内战的重 

要原因。详情见参考文献[16]。 

⑥ 昆廷∙斯金纳提出形成近代国家概念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 

一， 国家应该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在处理政治事务时“不承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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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上级的独立联合体”；第二，每一个独立王国境内的最高掌 

权者应该被承认为在自己境内没有竞争者，是唯一的立法者 

和效忠对象；第三，政治社会是为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详情 

见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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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country of Richard Hooker 
——the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behind Tudor mon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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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hard Hooker was the theologian and political thinker under Tudor Reformation, “Christian country” that 
Hooker constructed provides demonstration not only  for the reasonable rel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country in Tudor 
dynasty which was marching  toward nation­state  but also  for mixed  polity  of Tudor  dynasty. Hooker’s  contradictory 
validation  of  the  Tudor  during  the Queen  Elizabeth  I  derived  from  his  nationalism  complex.  The  reflec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 of Hooker’s “Christian country” can be beneficial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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